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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纹饰印风探源

张华飚

青铜纹饰印自古就有，但“青铜纹饰印风”却是我提出的一个新名词。近些年来，他人虽也有

模拟青铜器纹饰的印例出现，但大多数纳入了鸟虫篆印风之中，从未有人单独列出这一特殊的名称

来予以区分。而之所以要单独列出这样一个具有明确指向的名称，是因为在长期的篆刻创作中，我

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种风格并非与鸟虫篆印的取法方向完全一致，除了具有自身的特点之外，寻

根溯源，它还拥有比鸟虫篆印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本始就伴随着玺印的起源而发生发展的，只是

在演变过程中，因缺失了某些关键环节而被后人遗忘，成为印章百花园中不为人注意的一支孑遗。

今天，正值篆刻艺术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各类艺术风格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印人们多方取

法，从各类姊妹艺术中寻找灵感别创新风。而玺印的源头，最早见于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印风，却

依然被人忽视，不由不让人深感遗憾。基于此，我特意列出这样的一个名称，并为之梳理分析，明

确意义，希望有识之士能对此多作关注。若我们能由此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审视这一风采别具的

印风类型，或许还可以从中找到无数玺印诞生初期的审美原型，从而引导我们更深入地沉浸到传统

的精华当中去，寻幽索隐，剔芜存菁。若能以此为契机，打开思路，从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寻找其他

领域的奇光异彩，或许能为篆刻艺术的百花园培植出一朵朵新颖别致的小花，装扮出更为美丽的春

天！

在展开话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青铜纹饰”。顾名思义，青铜纹饰是指

刻画于青铜器表面的装饰纹样，可以说是所有青铜器上纹饰的泛称。但作为一个特定的名词，考古

美术学意义上的青铜纹饰，却是专指夏商周时期青铜文明出现时的几种典型装饰纹样，因多以正面

的兽面形象出现，又被称作兽面纹、饕餮纹等等。青铜纹饰不仅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也生动反映

了商周时期的社会思想、宗教意识及美学观念，体现了古代工匠高超的创作技巧和工艺美术思想，

它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打开了一个窗口。

据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概括，青铜纹饰大致可分为七十七种类型，其中仅饕餮纹就可分成

十九种。ꨁ由此可见青铜纹饰名目的繁多与复杂。青铜纹饰的统称，经过考古学界长期的争论，至

今仍未有一个公认的定论。我之所以用“青铜纹饰印风”而不用“兽面纹印风”、“饕餮纹印风”

等称谓，除了考虑到后者形象指示太明确，容易产生歧义而不能涵括青铜纹饰的多样性之外，还与

篆刻艺术自身的特征有关。篆刻的前提是“篆”，篆的文字属性决定了它以线形组合为主，重中之

重是凸出线条自身的审美意趣以及它所营造的空间构成，而不是线条模拟出的形象外观。青铜纹饰

印的取舍应倾向于文字线条的构成秩序，而非外饰的动物造型，这一点正是青铜纹饰印风与鸟虫篆

ꨁ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华书局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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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风最为明显的区别之一。

要谈青铜纹饰印风，首先得从纹饰与文字的发展史说起。青铜纹饰起源晚于文字，但陶器纹饰

的历史却比文字早得多。目前中国文字的最早源头，发现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中一些在甲骨与

陶器、石器上的简单刻画符号与商代甲骨文对比，已有不少的类同之处。（图1）经过考古测定，

贾湖类型文化遗存比商代甲骨文早五六千年，比其他已知的史前符号早两三千年。ꨁ其后，在西安

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符。（图2）这些符号笔画有多有少，有简

有繁，与其说像文字，还不如说像图形更为贴切，为此，有专家折中意见将其定性为图形文字。值

得注意的是，承载这些图形文字的仰韶彩陶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精美的纹饰图案，有的接近于人物

及动物的自然形象，有的则非常抽象变形。这些起到装饰作用的纹饰图案，带有远古社会的图腾信

仰，开创了古代先民在器物上进行“美饰”的先河。

李泽厚先生在其所著《美的历程》中对这些陶器纹饰有过几段精辟的论述：

陶器几何纹饰是以线条的构成、流转为主要旋律。线条与色彩是造型艺术中两大因素，比

起来，色彩是更原始的审美形式，这是由于对色彩的感受有动物性的自然反应作为直接基础。

线条则不然，对它的感受、领会、掌握要间接与困难得多，它需要更多的观念、想象和理解的

成分和能力。……在这个从再现到表现，从写实到象征，从形到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自觉

地创造了和培育了比较纯粹（线比色要纯粹）的美的形式和审美的形式感。劳动、生活和自然

对象与广大世界中的节奏、韵律、对称、均衡、连续、间隔、重叠、单独、粗细、疏密、反

复、交叉、错综、一致、变化、统一等种种形式规律，逐渐被自觉掌握和集中表现在这里。ꨂ

ꨁ　［美］杨晓能著，唐际根、孙亚冰译《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7—78页。

ꨂ　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8页。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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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经过这样长期的酝酿、提炼、升华，中国的造型艺术方始以线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文字

也开始以线塑形，通过长短曲直变化丰富的线条，构筑出大小疏密各不相同的空间块面，既含时间

流逝的过程，又富音乐起伏的旋律，营造出一派生机活泼、姿态万千的审美意态，微妙地折射出古

人对于大千世界的认识与反映。

中国文字融合了绘画、纹饰的某些特征，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装饰色彩，形体之间的组合搭

配、腾挪揖让都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同时，它的象形属性，又赋予了它一定的联想意义：

“或像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放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蔡邕

《篆势》）ꨁ“‘象形’作为‘文’的本意，是汉字的始源。后世‘文’的概念便扩而充之相当于

‘美’。汉字书法的美也确乎建立在从象形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线条章法和形体结构之上，即在它们

的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体自如，布局完满。”ꨂ

1993年至1998年间，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出土了一个刻有云雷纹的彩陶豆。（图3）这是迄今

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纹饰样式，距今约6500年至5500年。

云雷纹是商周青铜器上最为常见的样式，多作为青铜器的底纹出现，用以烘托主题纹饰。（图

4）它的纹样变化较多，可以是单向从中心逐渐外展的螺旋线纹样，也可以在纹线两端呈同向螺

旋，或呈对称的反向螺旋，共同的特征是线与线之间间隔均匀，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给人以向中心

旋流的视觉感受。云雷纹确立了青铜器纹饰最基本的造型元素，也是青铜纹饰印取法效仿的主要对

象，它因与篆书中的云、雷两字形体相近而得名。

在甲骨文中，云字的写法已经具有螺旋的形象。（图5）《说文解字》说：“云，山川气也，

从雨，云象回转之形。”邹晓丽指出，甲骨文中的云字，上面二横代表云层，下面是云气缭绕之

形。ꨃ《说文解字》中列举的古文“云”字更为直观（图6），它就像一朵悠然飘于远空的白云，

圆润柔美，舒卷自如。因此学界将这种呈圆形螺旋的纹饰称作云纹，方形的称作雷纹，有时也将两

ꨁ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52页。

ꨂ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52页。

ꨃ　邹晓丽：《基础汉字形义释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9页。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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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混而为一，统称云雷纹。《说文》解释：“雷，阴阳薄动，雷雨生物者也。从雨雷声，雷象回转

形。”甲骨文中，雷字中间是一道S形扭转的闪电，周围小点代表雷声。闪电之形已经极具云雷纹

饰之对称的反向螺旋之态。（图7）古文“雷”字中间的两个回旋形，已经明确无误地表现出了方

形折转的显著特征。（图8）

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形态特征，就是多呈这种云雷纹的斜方形螺旋结构，相

比历史上其他时期装饰纹样呈现的圆转、柔美、顺畅、活泼的弧线特点，云雷纹的拗转方折就显得

格外的端凝、冷峻、封闭乃至于涩重，也由此让人联想到古朴、庄严与神秘。

以后，这种云雷纹形象逐渐增多，早期的云雷纹虽然质朴简单，但方折的形态却非常明确。如

公元前2900—前2000年出现的小河沿文化中，已出现了大量彩绘动物纹与云雷纹的陶器，呈“卍”

字形回旋的云雷纹，在外形上已接近后来印玺的方形轮廓。其中一件在陶器上刻画的几个方形符号

中，含有两个“卍”形云雷纹，另一个出现了斜角呼应的横竖排叠线条，兼备符号和纹饰的功能，

让人不自禁地联想起后世汉印章法布局中最基本的横平竖直的框架结构。（图9）

有学者指出，这些图案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装饰意义，显而易见地具备了表达身份和某种礼仪

或宗教信仰的功能。这种自觉的审美意识承袭了史前装饰与图形文字共用的题材与造型，在设计理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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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同一题材和一样的图像既可用作青铜器纹饰又可作为图形文字，两者高度结

合，彼此关联，密不可分。如在安阳出土的一件青铜钺兽面纹的左耳部阴刻了一个“册”字（图

10），与整个阳文线条构成的兽面形态紧密契合，融为一体，若不细察，几乎可视为整个兽面纹组

成的一部分，毫无突兀之感。在另一件青铜戈上，以绿松石镶嵌出一个兽面纹，似乎完全是青铜纹

饰形态，再一看，却发现其间还用绿松石镶嵌出了一个倒立的“天”字（图11），与兽面纹组合在

一起，成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另一件商戈顶端，铸有一个粗犷的“耳”字（图12），笔画粗细与

转折与周围的纹饰完全一致，两相对照，依然难分彼此。由此可见，在商人心中，纹饰与文字本

来就是二位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纹饰既可随时转化为文字，文字同样也可以随时美饰成

纹饰。

青铜纹饰与文字的结合，从一开始就这样纠缠在一起，饰即文，纹即字，甚至在局部点画上，

还要特意强调雷纹状的拗折美饰效果。如商代早期一些青铜器上刻的“亘”字（图13），直角方

折兼雷纹式的螺旋结构一应俱全，单独看是字，若连成片即是纹了。（图14）所以，刘敦愿说商周

青铜器“某些字体（不是所有的字体），除了追求某种程度的形似之外，更着重的是模拟装饰纹

样……某些金文的结构、造型与装饰完全一致，甚至少数的直接以某个装饰纹样来代替文字；有的

把一个文字当作纹样或器物进行装饰；与上述情况相反，有的铜器却把文字当作纹样组织进行了装

饰体系等等……他们不是把文字、书法与装饰纹样在形体、风格上严格区分开来，而是力求彼此间

的近似与协调，以致使文字与纹样两相杂厕，难解难分。由此也可考见，中国古代的人在他们的艺

术实践中，也是把文字与纹样看作是近似的东西的”。ꨁ

正因为图形文字与图画纹饰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使得图形文字本身的蕴意就显得歧义丛生、

指向不明，也难怪常让学者倍感困惑。有人认为其应该是族徽，有人认为是国名或地名，有人认为

是占卜的记录，有人认为是祭祀礼仪的标志。总之，无论它代表着何种含义，两者在设计理念上都

有很多相似之处，不仅在图案纹样、所在位置、载体器形上，而且同一题材和一样的图像可以随意

转换，互相添加、减省。这种互通有无的双重身份，使图形文字除了具有与青铜纹饰一样的美饰外

ꨁ　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图11 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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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外，还具有内在的象征含义，也就为今后青铜纹饰印的诞生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根据考古发现推论，中国玺印起源于陶器表面复制抑压纹饰而使用的工具陶拍或印模。（图

15）唐兰、马衡、黄宾虹等先生都曾提出“玺印抑埴之制，昉自陶范……”ꨁ傅嘉仪在《印的起

源》一文中也说：“就印章的戳压和再现其内容的这一形式来说，陶拍是印章的雏形。”ꨂ孙慰祖

说：“印模和玺印两者的机械使用原理相同，但社会功能不同。印模是保留在生产（制作）过程中

充当一般工具的器具，它是印章的原型。玺印则是作为信物使用的终极产品，是一种特殊化了的印

模。”ꨃ 

从考古发现的印模、陶拍看，除了几何图纹外，还有一些已经带有非常明显的青铜纹饰样式。

（图16）这些印模、陶拍是否具有与玺印相同的功能意义，还是仅仅作为一种花纹图案，我们不好

遽下断论。但就中国发现最早的几方商周铜玺来说，其印面刻铸的内容，除了图形文字外，恰恰就

是与这种印模、陶拍性质完全相似的青铜纹饰！

20世纪30年代一本《邺中片羽》的书中登载了三方铜玺，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这三方铜

玺非以考古挖掘出土，出土地层年代不详，但就印文的风格特征可以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找

ꨁ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滥觞篇第1页。

ꨂ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滥觞篇第1页。

ꨃ　孙慰祖：《可斋论印新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图14 图15

图17图16



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16

到根据，其鼻钮与夏商时期铜镜钮制相近，当属商玺无疑，为中国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玺印实物之

一。相较于盛行于战国时期风格各样、种类繁多的玺印来说，这三方铜玺的发现，将中国玺印的滥

觞期，向前推进到了殷商时代。可以这么说，这三方铜玺的形制特征，反映了中国玺印起源时的某

些风貌类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再结合以后出土发现的一些年代相近的印例佐证，我们就此可以

对中国玺印之起源做一些大胆的推想与分析。

此三玺经过了无数专家学者的考释，对印文内容莫衷一是，各有说辞。

第一方商玺（图17）有“亚罗示”、“亚离幵”、“亚擒示”、“亚禽氏”、“亚禽示”等

不同释名。多家皆以商代青铜器族徽来论证，认为中间一字为“禽”字，禽字左右各置一个“T”

形，应为甲骨文的“示”字，像祭坛之形，由此可以推论此玺或专属于商人祭祀之用。此玺现藏台

北故宫博物院。在其院藏玺印展的资料之中，直释为“亚禽示”，并说明：“亚禽二字，见于商代

晚期尊、觯等铜器之上，作为氏族徽号。‘亚’象神龛、‘禽’象以毕罗捕鸟、‘示’象祭坛以祀

祖，除以配带，象征家族荣耀外，也可能用以抑印于陶器或铸铜陶范，留下记号，表示专属所有

权。”ꨁ此玺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外框由“亚”字形构成，台北故宫博物院之所以说“‘亚’象神

龛”，是从图形外观上推论的。这种说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北宋《博古图》说：“亚形内着虎象，

凡如此者皆为亚室，而亚室者，庙室也。庙之有室，如左氏所谓宗柘，而杜预以为宗庙中藏主石室

是也。”王国维认同此说，认为“亚”字形是宗庙的平面构成图，四周的方块是支撑屋顶的四个柱

坫，中余的十字形空间，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因此具有非常庄严神圣的意义。ꨂ这种以“十”

字形空间形态来表达物用性质的手法，也具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渊源，早在贾湖遗址的陶器上就已经

有了这种构型。在商周青铜器上，“亚”形更是大量出现，其功用似乎已不限于祭祀之用。因此有

学者认为，“亚”形也许不仅限于上述的这一种作用，或许还有指明身份、爵号、武官职称、特殊

身份以及方国、同盟等解释。

第二方铜玺（图18）有非常明显的“田”字形界格，印文内容因铜锈剥蚀而显得漫漶不清，难

以辨识。从形态看，似乎是方文字印，但又具有非常明显的纹饰特征。因此后来刊登此玺的《双剑

誃古器物图录》含糊地将其称之为“奇字玺”，而更多的学

者从文字方面对其进行考释，希望能破解其用途之谜。如徐

中舒称此印“界格四阑，有‘子亘梦’三字可辨”。徐畅据

此释为“子亘□□”，认为第一个为“子”字，与列子雨已

鼎、父子乙盉、子龙觚等47例铭文中的“子”字相同无别。

左下角第二字为“亘”字，印文的亘回之形与《说文》的

“亘”字字形及甲骨文相同无别，并说明“亘”字自字形审

之，当是回字形初形，许书所谓“象回转”也，此形施于铜

器花纹，今犹谓之回纹，孳乳为“亘”。由此认为是“亘”

ꨁ　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象深刻》，第14页。

ꨂ　吴秋野：《“亚”字形图案形式母题的形成、演变及其文化意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2期。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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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卜辞中“亘”字多为人名或方国名ꨁ。而台北故宫博物院释为“孚旬抑直”，认为“‘孚

旬’为人名，‘抑直’读为‘抑埴’，即压印于陶土之意。在朱泥纸张盛行之前，铜玉玺印多用于

封泥及陶土的抑印，此玺玺文直接道出乃孚旬抑直（埴）陶器之用，正验证了商代古玺的使用方

式，是极珍贵的印章始祖”。ꨂ徐畅是以图形花纹推论，重在以文字形象揭示本义；而台北故宫博

物院从器物功用上来论证文字内容。两种考释方法，孰优孰劣，谁对谁错，我们不作论断，但就此

印来说，图形的意义非常明确，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玺（图19）似篆书的“门”字，故于省吾释为“从门，从才，当为‘闭’字”。徐畅认

为此玺上半部应为两纵目之形，当释为“ 甲”，同样引商代氏族徽号为证，认为此玺“描绘两目

仍是主要目的，最后仅存两

目，重点突出”。并引《方

言》十三：“ 像纵目形，

纵目使人惊动，故 和从

之字多含有惊恐之义。”

并说“ ”就是氏族首领的

私名或氏族名ꨃ。青铜器铭

文类似“ ”这样双目结构

的徽记非常多见，目形有

横置的，也有如此玺般竖置

的，有刻画精细将眼角、瞳

孔都画出的，也有抽象提炼

仅仅略存眼部外形的。如

《商周图形文字编》汇集的

诸多“ ”形（图20），都

与商周青铜器上最为常见的

饕餮纹目形结构一模一样。

由此可见，似此徽记，虽然

经过了抽象处理，但在古人

心中，那挥之不去的图形情

节，却历历在目。

综述诸家对此三玺的

解读就能看出，对玺印文字

内容的考释，除了从文字的

偏旁、结体、构造等入手之

ꨁ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起始篇第19—20页。

ꨂ　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象深刻》，第14页。

ꨃ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起始篇第20—22页。

图19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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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要从原本的图画、纹饰以及符号等方面作综合考虑，才不至于偏颇。尤其是中国的象形文

字，解读之际离不开原初的形象与造型，以及逐渐线条化、符号化的演变过程，而这与图形和纹饰

的演变也有所相似，这也是中国文字以“象形”为结体特征的本质所在。“象形文字是一种图画

性很强的文字，所以《说文》以‘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来概括早期汉字‘图画性’的特点。它

的图画性虽强，但与图画却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还是一种书写符号，并非艺术形象。‘画成其

物’，也仅仅是表示出事物的共性或部分特征，强调的仍是符号的作用，是以图画性的符号表达字

意。”ꨁ因此，这三方铜玺与其说是文字玺，还不如说是纹饰玺更为贴切。因为它们都带有非常明

确的图形纹饰的特征，是一种以“图画”为先行条件的“文字”。第一玺以“亚”形模画神龛的轮

廓，内部的“禽”字将写实的“鸟”与“毕罗”提纯为抽象的线条，但图画的原型犹存。第二玺的

四字中都有大量盘旋往复的线条，“象回旋”、可以“施于铜器花纹”，与纹饰的构型原理基本相

似。第三玺描绘纵目之形，更为直观地将商周青铜纹饰中最为常见的兽面形式表现出来。在此三玺

中，图形纹饰的视觉传达比文字的形义表达更为直接深入。原因在于，这些文字皆不是后世具有明

确定意的表意文字，而是一种表象的类似于图画与纹饰的“图形文字”。

图形文字兼具纹饰与文字的共同属性，形、音、义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极为隐晦。王国维与容庚

等人通过“望文生义”和“望形生训”的研究方法，将其定性为“文字画”，认为这是诞生于“六

书”之前以图示义的另类文字。郭沫若却对此说进行了批评，认为“文字画”是文字产生以前原始

民族所使用的，殷商文化早已超越了这一阶段，并且已有了完善的书写系统，图形文字到西周时期

依然被沿用，说明这种文字已非常成熟，并非是处于原始阶段的早期文字。他提出：“余谓此等图

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

者，必系古代民族之图腾或其孑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进展

之文化，而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ꨂ 

郭沫若的族徽理论一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对图形文字的研究也随之成为一门单独的学

问。董作宾在一篇讨论中国文字起源的文中提到，青铜器图形文字是在甲骨文之前创立的一种原始

图形书写方式，对商人来说是一种“古文”或“美术字”，他认为，将这种具有明显美饰效果的图

形文字刻画到青铜器上，是商人爱美所致。另一学者岑仲勉也指出：“图形文字是撰写铭文者的标

记（类似于印章和画押）或是具有某种吉祥寓意的符号。”ꨃ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图形文字形成时尚离以画造字的雏形不远，因此都带有稚拙、简朴、

天真、自然、富于幻想的整体风貌。在这些文字背后，我们能感受到古人从大自然中领悟到的原始

而深邃的情感，那种源于奇特的想象、大胆的组合、高度几何化的排列形式，具象与抽象的结合，

均衡又有变化，感觉明确而又费解的独特结字观念，都给人带来无从把握的迷惘感。熊秉明在《中

国书法理论体系》中说：“中国画的空间和中国书法的空间都具有徘徊在二度与三度之间的不定

性。……这一空间的特性使文字与图画有互相趋近的可能，或者也可以说两者的互相趋近而产生了

ꨁ　谷溪：《中国书法艺术》第一卷《先秦》，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张启亚：《中国书法艺术概论》。

ꨂ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10页。

ꨃ　［美］杨晓能著，唐际根、孙亚冰译《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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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种不确定的空间。”ꨁ独特的空间构成与美饰化、图案化的审美取向，表现出一种超越思辨与

情感的丰富想象力。无论将其称为族徽还是美术字、标记，这些图形文字都像一帧帧极为优美的装

饰小品，用形象与线条来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宇宙，它与我们处理印文线条以及在相对狭小的空

间内合理安排章法布局，有着完全一致的方法与观念。至此，青铜纹饰、图形文字、玺印之间彼此

依存，千丝万缕的互通关系就显露无遗了。

再看“文”字，本身也带有图形、纹饰的含义。朱芳圃先生在《殷周文字释丛》中指出，它

像一个人的文身之形，正面胸前附加的种种点画，都是表示涂绘或剺刺在人体上的纹样与符号。ꨂ

因此，“文”字的本义，应指纹理、斑纹等具体的形象，以及进行刻、刺、绘、涂花纹、纹样之类

的具体动作。至于“文”字有华美、细致、文雅之寓意，以至文理、文治等抽象复杂的含义，也都

由此引申而来。在中国古代，不仅把纹理、斑纹、花纹等叫作“文”，同时也把文字叫作“文”。

由此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两者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在文字的初创与繁衍阶段，古人都是参照纹

饰的某些特点进行组合运用的，它们形貌表征或许不一，但在构成、排叠等本质规律上，却惊人的

相似。这样的拆解与搭配，与文字组字为词、组词为句、联句为文的道理完全相通。不同的搭配组

合，产生了新的蕴意、新的内容，文联而章成。“文章”一词的本义，原本是指纹样与色彩的组

合，后世才借用专指以文字撰写的作品。

这三方铜玺虽然看似具有“文字”形义，但却更具“纹饰”色彩，它们是中国玺印最早的源头

之一，是用来验证中国玺印发源的最佳依据。从这三方玺印出发，结合商周时期出土的其他一些玺

印的集体特征，我们就能大致推论出中国玺印发源时的一种状况，一种以青铜纹饰为发轫，逐渐由

具象向抽象发展，并彼此融合，最终走向形音义与图形纹饰完全分离的最终结局。

商周之际的玺印出土的并不太多，我们就仅见的一些一一举例，来看看这些玺印到底给我们留

下了什么印象。

“饕餮纹玺”（图21），为河南省安阳市水利局院内殷墟遗址出土的一方铜玺，出土地层被中

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认为是商代晚期。此玺中部并列的两个圆形结构，让人一看就联想到动

物的双眼，因此具有了极为显著的脸部特征，再加上上下几根弧形线条，勾勒出一张狞厉的兽面图

像，与商周青铜器纹饰中的饕餮纹饰相比较，如湖北盘龙城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铜斝纹饰（图22），

ꨁ　刘勉怡编《艺用古文字图案》，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ꨂ　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图21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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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在兽面的眉、眼、嘴的形态与转折上基本趋同，只是铜玺更加简洁提炼，因此此玺虽然具备了

文字符号的线条特征，却仍然是以动物的造型为主体形象的，被徐畅、孙慰祖等定为饕餮纹印。

“饕餮纹玺”（图23），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这是一方商代晚期的铜玺，对兽

面的刻画更为细致，除了两道弯眉用双钩线描外，双眼与嘴皆以单线卷曲勾勒，线条细劲，虽是图

形而凸显线条，并与外框的线型整合，浑然一体。其创作构思与商代青铜器以纹饰塑型如出一辙。

如在商代早期的一把匕首上（图24），兽脸的造型几乎与此玺一模一样，都是运用夸张和象征的

手法将动物的面部特征集合在一起，隆鼻宽额，咧口曲角，最重要的是一对巨大而炯炯有神的眼

睛，塑造出一幅极尽夸张变异的动物面部形象。那极为神秘威吓的神态，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到畏

怖、恐惧、残酷和凶狠，显现出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因此，此玺也是一方以图形来展示

内容的作品。

“饕餮纹玺”（图25），著录于《宾虹草堂藏古玺印》，从风格看当作于殷商晚期，有可能

晚至西周前期。此玺着重加粗刻画了兽面双瞳与鼻尖，其余部件却依旧用细线勾勒。这是商周青铜

纹饰惯用的装饰手法，如陕西泾阳高家堡1号墓出土的卣腹上的饕餮纹（图26），由于主体突出，

一目了然，所以与前一方饕餮纹玺的细线条来比，此玺因有了点线面的组合，更为写实而接近于图

画，其表象意识不言而喻。

“鸱鸮图腾玺”（图27），或出于晚商至西周早期。鸱鸮即俗称的猫头鹰，是商代人善于表现

的动物题材之一。此玺未见印拓，从照片看，依稀能见是用抽象的线条描绘出鸱鸮尖耳、圆目、宽

喙以及敦厚的身体和双翅形态的特征的，虽然逸笔寥寥，非常抽象，但表现的不是文字符号，而是

动物造型却也是显而易见的。

“兽面纹玺”（图28），文雅堂藏。此玺略呈长方形，有圆柱环钮，与西周同时期印钮相近，

所以当为西周时期之作。此玺以中栏线将左右隔成两组抽象的兽面纹，兽面形象似是而非，全然以

点线排饰穿插，其线型排叠与文字相似，富有极为丰富的笔墨变化，因此显得亦图亦文，极耐品

图23 图24 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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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从线型看，此玺完全具备了文字的属性，但在结构上，因为玺面中部的几个扁方环形略拟动物

的眼睛，使此玺看起来就有了图形式样，所以被认为也是一方饕餮纹饰玺。

“凤鸟纹玺”（图29），为20世纪80年代初在陕西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一处西周中期灰坑中出

土的鼻钮铜玺，印面为凤鸟纹。此玺对凤鸟外形作了最大程度的提炼夸张处理，置于玺面正中的凤

眼略具规模，仅能看出一丝形象特征，盘旋的长冠与尾羽也都以线条作了盘旋转折处理，使凤鸟之

形并不具象。但这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造型手段，却给人留下了极为直观的视觉感受。

“凤鸟纹玺”（图30），藏于故宫博物院，作于西周中晚期，曾著录于《尊古斋印存》。此玺

与之前玺处理手法非常相似，也是以等距的排线勾勒出一只昂首引颈、神气活现的美丽凤凰，华美

卷曲的冠羽和修长纷披的尾羽略作转折，就有了神秘中带有富丽堂皇的形象。

“团鸟纹玺”（图31），故宫博物院藏，与吉林大学藏“团鸟纹玺”（图32），都是西周之

物。两玺都是在有限的圆形空间中安排下一只首尾相衔的大嘴鸟形，形象自然生动，线型简洁明

图26 图27

图28 图29 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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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两玺图形纹饰完全一样，只是鸟头朝向不同。这与西周初期青铜器上的团鸟纹形制非常接近，

都是以细劲的线条勾形塑线，以纹饰的流丽华美来组织画面。

“蟠龙纹玺”（图33）作于西周初期。此玺也是以线条塑形，玺面上龙身盘卷，龙头朝上张开

大口，呈衔尾之状。龙身节节贯穿，古拙而抽象，因为线条锈蚀而显得斑斓断续，恍若神龙翻空，

似隐似现，给人以变幻莫测之感。同样形式的龙纹，在商周青铜器上多有所见，如商代晚期“寝小

室”青铜盂器外底的龙纹（图34），龙口大张，龙身如节，形貌几乎与蟠龙纹玺一致，就连铜器锈

蚀后形成的斑驳迷离之感，也略有仿佛。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西周“龙纹玺”（图35），此玺线条光滑流畅，图像清晰精致，盘卷的龙

形，双唇大张外卷，耳大如象。龙纹造型与《父丁簋》（图36）等非常相似，皆是以细线勾描，依

势盘曲。

“窃曲纹玺”（图37）作于西周时期，《吕氏春秋》称：“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

以见极之败也。”窃曲纹就是以两端回钩的曲线而得名。向内卷曲的钩形之间往往填以目形，看似

兽体而不辨首尾，已抽象成几何图案形了（图38）。窃曲纹互相抱合的结构特征，呈现的是斜角对

称的样式，使得原本应该平正的框架结构因略有倾斜而显得并不稳定，视觉上就有了不平衡与活泼

动感。这方玺虽然已经脱离了动物的形象，但窃曲纹饰原本就是一种一头双尾的动物造型演变而来

的，与同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几乎一致，因此，也具有非常明确的图形含义。

图31 图32 图33 图34

图35 图36 图37 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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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扶风县黄堆乡云塘村西周中晚期灰坑中出土的一件连珠式铜玺（图39），其中一侧玺面

为三角形，上有镞形图案；另一侧玺面为长方形，上有云纹图案。中间以绞索状钮联结。此玺未著

动物形象，纯以纹饰装饰玺面，纹饰的方折盘旋、线型的等距排叠等现象与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品相

比，纹饰特征如出一辙。

“青铜纹饰玺”（图40）定为西周后期，未见印拓，从照片看，虽然不再具备动物的造型，但

盘旋折转的青铜纹饰意味却非常强烈，这与西周后期青铜纹饰由较写实的兽面纹逐渐转变成抽象的

几何纹的历史进程完全吻合，也反映出随着时代发展，青铜纹饰印随之相应改变的历史现象。

湖北长阳县香炉石遗址的西周文化堆积层中出土的两件柱钮玺（图41），陶制，玺面刻画有简

单的线条，线条走向散漫零乱，与其说是文字，还不如说是纹饰符号或图形文字更为贴切。

在商周之际的青铜玺印中，还有一种呈现涡形的特殊印式（图42）。涡纹看似与圈带纹中的圆

形相似，却在其中包含了同向旋转的辐射线，以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钩状线方式，做顺时针或逆时针

方向旋转，形似漩涡，显得极为规整与灵巧，给人以向圆形中心会聚的流动之感。这种图形样式，

历史渊源非常久远，早在青铜器冶铸还处在萌生阶段时，它的形象便已经出现了，其后一直延续，

图39 图40

图41 图42 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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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装饰在青铜器的口沿下部、腹部、

圈足等部位上。（图43）甚至还出现在

文字的形体之中，如金文“明”字左边

的“日”旁，就明确无误地以此涡旋结

构为部首。（图44）古人认为太阳是天

火，具有光明的象征，明字的日旁以涡

纹取代，也就有了火的喻义。战国《考

工记》一书记载有“火以圜”一词，马

承源等学者认为，青铜纹饰中的这种

涡形结构，就是书中所描述的“火以

圜”，是太阳和火的象征。也有人从形

态出发，认为涡纹就是金文“囧”字，

含有光明之意，这也与“火以圜”的内

涵相同。在很多古玺中也留下了涡纹的

痕迹，有些是直接刻画入印，有些是变

形装饰印面，甚至还形成了圆形印面中

独特的旋转布局章法。涡纹虽然已经在

文字中成为部首，但其图形的象征喻义

却也非常明显，因此，也不能排除它以

形示义的本来面目。

除了以上一些玺印外，藏于许雄志鉴印山房的一方西周菱形玉玺，也以工整匀称的云雷纹排满

印面。（图45）这也成了鉴定其时代的特征之一。许雄志识曰：“存世商周古印仅数品而已，此品

为玉质乃孤品也。印形为菱形四卷云纹，与陕西扶风所出之西周绞索双联印气息同之，细察印面之

砣亦典型西周之‘一面坡’也。”

由此可见，在中国玺印滥觞之始，就目前我们能见的玺印实例，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纹饰”或

“图形”作为审美追求，它们全都是“青铜纹饰印”，都把青铜纹饰或图形文字作为表现题材来予

以精雕细琢。它们大多与青铜纹饰、图形文字一样具有相同的神圣职责，用以宣扬“当时共享的宗

教观和宇宙观，传播以兽面纹为代表的包罗万物的众神动物崇拜，致力于宣传王朝宗教，为王朝统

治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服务；其不仅肩负装饰的功能，又承担传播青铜时代早期宗教信仰和政治教化

的责任。……它们是政治、宗教和礼制体系的三位一体，是与甲骨占卜并行的王朝统治工具”。ꨁ

商周青铜纹饰玺印并非如后世文字玺印般以直接的音义示人用以“昭信”，而是以独特的图形纹饰

或是徽记，来标示出相应的“族徽”图案或者神异动物造型，用以显现其蕴含的意义，从而传达其

作为“信物”所代表的功用。青铜纹饰在其中不仅仅具有装饰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从一开始就参与

了玺印本初的形象与功能的塑造，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极为成熟的印风体系。这一点，田炜说得非

ꨁ　［美］杨晓能著，唐际根、孙亚冰译《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第382页。

图44 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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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明白：“从目前所见商代到西周的玺印以及印迹材料看，它们主要的用途是复制图形和文字，尚

未发现有信物凭证的功能。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商代晚期‘亚禽幵’玺中的‘亚禽幵’为族徽，将

其施用于器物，实际上已经具有标识权属的作用了。从这意义上看，其性质和用途跟后世的官、私

玺印十分相似。”ꨁ

《说文解字》对“印”字作如下解释：“印，执政所持信也。”段玉裁《注》：“凡有官守

皆有执政，其所执之卩信曰印，古上下通曰玺。《周礼》‘玺节’注：‘今之印章’。”玺印自来

在人们心目中都有着这样明确而悠久的特定功用意义的。然而，历史的现实是，玺印在从商代发源

到秦汉盛行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它的功用也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孙慰祖说：“玺印

作为凭信的功能是后起的，这一点，与世界其他区域早期印章的性质相同。我认为这是问题的一个

关键，即中国古玺印在早期是一种工具性的印模，后来在相当长时期内它又承载了作为官私凭信的

功能。在中国印章发展过程中，这种凭信功能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因此，它的原始功能反而被掩盖

了。”ꨂ

对于带有非常明确图形与纹饰性质的商周青铜纹饰印，算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玺印，历来学者

多有争论。有人认为，这些玺印并未真正拥有“凭信”的功能，因此只能算是“印模”。也有学者

在研究了大量战国玺印后发现，战国玺印也不是仅仅作为“凭信”使用的，它们的用途也很广泛，

“其内容包括官府名、官名、职事、私名、时间、器物名、箴言、吉语等等，部分青铜器上的印记

更为复杂，包括了制造器物的时间、地点、监造者名、工匠名、器物名等等。其中大部分记有官府

名、官名、职事、私名的玺印应该是作为凭信证据使用的，但大部分记有时间和器物名的玺印只是

为方便制作和冶铸器物而使用的铭文复制工具，记有箴言、吉语等内容的玺印主要是用于佩带而

不是用于钤戳的，也不是信物凭据。ꨃ”因此，仅仅将是否可作为“凭信”当作玺印的唯一评定标

准，是有失公允的。既然后世人们习以为常的战国玺印有着如此众多的不同功用，那么，作为玺印

滥觞之初的商周青铜纹饰印别具风采，以纹饰为主题施诸功用又有何不可？商周青铜纹饰玺印又如

何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玺印”？！

遗憾的是，商周青铜纹饰印涉及的种种功用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归属”的学术命题，更要

命的是，商周青铜纹饰印的这种以图形、纹饰来象征意义的模糊性，造成了这种类型印风是否得以

流传衍续的严重后果。青铜纹饰印就如青铜纹饰一般，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用形义。它在

创造之初，就用抽象的手法糅合吸收了图形与纹饰的象征意味，其立足点和生命力正与青铜纹饰一

样，“归根于史前晚期宗教信仰的互动与共享以及青铜时代早期多神信仰的政治谋求。青铜纹饰的

创作与发展始终与当时的政治需求同义同态，步调一致。ꨄ”当政治形态发生变化，宗教信仰受到

质疑时，青铜纹饰印必然也会随之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当它无法适应这种改变时，必然会落后于时

代，逐渐被人遗忘。

社会变革带来的审美趋势，向来就影响着上层意识形态对文化艺术上的把控。西周之后，东

ꨁ　田炜：《古玺探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ꨂ　田炜：《古玺探研》，第40页。

ꨃ　［美］杨晓能著，唐际根、孙亚冰译《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第377页。

ꨄ　［美］杨晓能著，唐际根、孙亚冰译《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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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起，残存的王朝已无法约束越来越强大的诸侯国，周天子已失去了号令天下的权威，昔日的荣

光不再，新兴的贵族们艳羡于周天子青铜礼器的庄重威严，内心澎湃，忍不住“问鼎轻重”， 许

多人迫不及待地揣摩着自己也铸上一套。礼崩乐坏的后果是严重的，青铜纹饰彻底告别了原先高不

可攀、凛不可犯的狞厉与威严，低下了高贵的头颅，被不受制约的诸侯们肆意僭越，任意狎玩。于

是，曾经触目惊心的兽面被抹平，原先崚嶒硬折的纹饰被锉圆，流畅而舒缓的波曲纹、窃曲纹成了

主流，轻巧灵动的蟠虺纹、羽翅纹跃上舞台……东周后期，动物图案复兴，但其格调、功能和意义

已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动物纹样大相径庭，成为完全的另类，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铜纹饰

了。同样，青铜纹饰玺印也逐渐被这种审美趋势所左右，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偏重于图

形文字或动物造型，也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悄然改头换面，或夸张其线条排叠之华美流丽，或精塑

其形体之生动多姿，看似与往昔拉开了巨大的距离，再也不复往日容颜，但仔细探究就会发现，日

后出现的鸟虫篆印风和肖形印风的鼻眼眉梢间，皆依稀带有青铜纹饰印的影子。就如林巳奈夫对青

铜器图形文字之演变做了全面考察后，认为“自西周晚期后，图形文字并未消失。它转而出现在旗

帜、武器、衣服和印章之上”。

青铜纹饰的没落，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春秋战国纷争，带来血与火的洗礼，原来大一

统的审美规范在权贵们的巧取豪夺中被撕得四分五裂，向着各自的喜好蔓延，文化也因此变得错综

多元。各诸侯国在各自的领域上各自为政，从宗教信仰到生存战争，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消遣，从语

言文字到风俗习惯，各国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系统，中华文明至此拉开了群雄逐鹿的新局面。也就

在这个时候，用以“昭信”的玺印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原先多注重于审美效果的青铜纹饰

印因喻义隐晦而被遗弃，文字定义清晰明确的战国玺印站到了前列。而之所以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发生这样的巨变，是因为文字的实用功能被大大地加强，它告别了原先仅被统治阶层牢牢掌控的不

良局面，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使用的交流工具。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习惯，对其进行调整改造，因

此，文字的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应用在玺印之上，就必然呈现出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新

兴效果。

青铜纹饰印风虽然随着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兴起而兴起，又随着青铜文明的没落而没落，但它并

未就此消亡。若仔细寻找，我们还会从浩如烟海的玺印宝库中偶然翻检出一些遗留，它们一直与中

国传统的玺印保持着血脉与共的连通。中国玺印滥觞之初由青铜纹饰印风筑建的图形之美、秩序之

美、章法之美也早已兼容并蓄于历朝历代的经典印风之中。只要对此略作发掘，就会获得巨大的审

美回报，这也正是当代一些印人，如吴子建、丁衍庸等慧眼独具，以独特的审美品位，与众不同的

取法视野，化用青铜纹饰与图形文字入印，粹取风神，另辟蹊径，开创出自我风貌，赢得了印坛广

泛赞誉的原因所在。青铜纹饰印风也由此得到了更多人的欣赏与认可，无数有识之士也开始对此进

行更深入的研究。我相信，假以时日，这一渊源有自、风采别具的印风类型，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为新时期的印坛带来更为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台州市开明画院副院长、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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